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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南岸的树丛中,立着一座汉白玉墓碑,上面镌刻着已故元帅叶剑英的题字:“中国人
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一个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同志加亲人般情愫的名字。  
   
    1928年,在美国报界初露头角的23岁的记者斯诺,来到中国上海,在遍访中国各大城市、东北和西南各
省以及日、朝、缅、印等邻国之后,于1933年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讲师,并在这里安了家。按说,他
该是在这座美丽、宁静、舒适的校园尽享教书时光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新闻记者,不间断地向美国
报纸发回一些足能换来丰厚酬金的报道。  
   
    这时的斯诺,是一个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人。  
   
    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心竟在这座优美的校园里变得不安而充满渴望。  
   
    当他在这里经历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青年站在弹痕累累的城
墙下,不顾宪警的棍棒,齐声高喊“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他对这个苦难的国家
产生了最初的激情。  
   
    当他在这里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及一批中国优秀分子,他开始领悟到,中国人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自
己的国家。  
   
    当他在这里看到——“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生死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
鼓舞和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从而把大批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赶到了中国
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基督徒学
生。”他对中国的前途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当他在这里知道了在中国贫瘠的西北高原,活跃着一群被国民党政府称为“赤匪”的人——红军,以
及有关“红军”的种种谜一般的传说,他再也坐不住了。  
   
    斯诺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优秀记者,他对未知和真实始终保持着最敏锐
最强烈的探求欲望。同时,他幼年生活的堪萨斯城那个贫苦的家庭,以及他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厂
学徒的人生经历,又给了他永远的善良、同情心和正义感,让他成为一个憎恶强权暴力、笃信平等自由的
理想主义者。所有这些精神特质,注定了他对“红军”的极大兴趣。  
   
    红军领导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共产党怎样穿
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的那
样是被“共妻”的吗……  
   
    斯诺这样表达内心的渴望:“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
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
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
这是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都一无所知,实在可悲。”  
   
    1936年6月,31岁的埃德加•斯诺从未名湖畔舒适的家中出发,踏上了秘密前往西北红区采访的旅途。这
是一次带有极大冒险色彩的行动,国民党所有的宣传工具每天都在警告着人们:没有谁进了红区能够活着
回来的。  
   
    斯诺还是上路了。  
   
    他承认,这次旅行,除了身上带着一封他从没见过面的“红军指挥员”用隐形墨水写给苏维埃主席毛
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叫他感到放心。  
   
    他的采访本上,整整列了79个他在这次冒险旅途中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  

    闯入红色大门  
   



    初夏的一个夜晚,斯诺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他首先到达西安,在事先指
定的旅店很快见到了来帮助他的人,其中有神通广大的被共产党人称为“王牧师”的基督教徒,有穿着东
北军制服的神秘军人,还有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在这座国民党要城的、被蒋介石以5万大洋悬赏首级的
“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头子”邓发。  
   
    “你不怕掉脑袋吗?”斯诺万分惊奇。  
   
    “不比张学良更怕。”邓发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那一刻,在斯诺的感情上引起了奇怪的冲击。他无法想象共产党人把与他的会面安排在这样一个似乎
不可能的城市里,但一想到这座古城正是4千年前中华民族得以完成统一的地方,他又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历
史的必然。  
   
    几天后,他坐着一辆东北军的大卡车,顺利通过西安城门,向北方奔去,在越过最后一个岗哨后,他进入
了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的无人地带。这时,面前除了险峻的黄土高原和湍急的溪流,便只有一
个他在白区雇的骡夫和一头骡子,骡子上驮着全部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片。 

   
    经过4个小时的步行,依然没有一个人影。这时斯诺莫名地紧张了。想到自己行李虽然不多,但如果只
需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他身上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
是有足够的引诱力的。只是他不知道将要对他下手的会是谁——“赤匪”?“白匪”?还是眼前这个骡夫? 

   
    他的担心并非多余,他事后知道,差点要了他的命的是一帮白匪,他们一直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面跟
踪着他。幸亏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十几里路,筋疲力尽地赶到安塞,报告国民党的民团已侵犯县城,而且
他认准了,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  
   
    随后,安塞赤卫队把那一百多人的白匪包围起来,打了个胜仗。而他这个被误认为是白匪头子的“洋
鬼子”则走在前面,浑然不觉进入了红区。  
   
    他第一次见到了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把左轮手枪、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的年
轻英俊的贫民会主席。在这个小伙子身上,他发现了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的特
征——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里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  
   
    他第一次被一群外貌强悍互称“同志”的大汉好奇地包围,他们对他的行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
禁让他思考起“共产主义”的实践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他准备眼看自己所带的东西很快被“共产”——
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他第一次吃到了红区的饭菜——一大盘炒鸡蛋、蒸卷、小米饭、白菜和少量烤猪肉。主人为饭菜简
单而道歉,他则为自己的食量太大而愧疚。  
   
    临走时,斯诺要付饭钱,被贫民会主席忿然拒绝了:“你是外国客人,而且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
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从身上数出了一元钱的苏区纸币塞给斯诺:“这个你拿去,路上会用得着。”
斯诺无论如何不肯拿这一元钱,他坚持用一元国民党的钱交换,贫民会主席最终答应了。  
      “我已闯入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斯诺对向导说。  

    红军领袖  
   
    被蒋介石冠以“赤匪头子”名号,并以几万、几十万大洋悬赏缉拿的红军领袖们,在斯诺的眼里是最
大的谜。这些人长得什么样?他们的脑袋里装了些什么?他们如何说话?如何做事?他们的一切,斯诺全想知
道。  
   
    他走进安塞,面前出现了一个长着一脸大胡子的清瘦的青年军官,用温文尔雅的口气和准确的英语向
他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立刻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军指挥员周恩来。令斯诺惊讶
不已的是,这位蒋介石悬赏8万大洋取其首级的人,住所门前只有一个哨兵。他一边与周恩来谈话,一边深
感兴趣地观察着他。“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
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
物。”  
   
    周恩来对他说:“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
们都欢迎。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斯诺对于这番诚意一时有点惊
奇和怀疑,他原以为他们总是会对他的采访加以一定限制的。但很快,周恩来以他诚恳、坦率讲述的自己
一生“造反”的经历,让斯诺毫不怀疑这个人以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他强烈地感受到,
“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在他的身
上看到了“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



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  
   
    斯诺暗自想,这一定是一个狂热分子。但他却无法找到这必有的神气。他看到的是,他头脑冷静,善于
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污蔑共产党是“无知的土匪”、“强
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当周恩来陪着斯诺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
斯诺感到身边的这个人不仅一点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斯诺带着周恩来为他草拟的红区旅行计划前往保安,他很快就见到了“南京同他打了10年仗的共产党
领袖”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
极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那一刹那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
孔。”斯诺再次见到毛泽东时,惊奇地发现这位红军领袖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农民谈话,一边做着
手势,尽管南京悬赏25万大洋要他的首级,可他却毫不介意地走在行人中间。  
   
    斯诺与毛泽东长谈了十几个夜晚。作为第一个见到这位红军领袖的外国记者,斯诺问了他能想到的所
有问题,毛泽东统统告诉了他。  
   
    斯诺这样表述他对毛泽东的感受:“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
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
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
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以他的敏锐透视着毛泽东的内在:“这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
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到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会笑得厉害—
—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斯诺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个有深邃情感的人。有几次当他讲到牺牲的同志或回忆少年时代由于饥荒而
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一位战士告诉斯诺,他亲眼看到毛泽东把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
线受伤的战士穿,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  
   
    斯诺发现,毛泽东对世界历史和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对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
他酷爱读书,不仅精通马列主义,而且熟知西方哲学家著作;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
才休息;另外,他的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  
   
    让斯诺难忘的是,他离开保安的那天,给毛泽东照了张像,当时毛泽东没戴帽子,斯诺就把红军刚送给
他的一顶新帽子戴到了这位红军领袖的头上。这是毛泽东留下的唯一戎装像,斯诺后来把这顶帽子珍藏了
几十年,直到他去世,由他的夫人送还中国,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斯诺这次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到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但他听到了许许多多朱德的故事。他沉默谦虚,
爱兵如子,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时间步行。他和他的部队曾在西藏的冰天
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的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斯诺借
用曾采访朱德的美国女作家韦尔斯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
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成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
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生命。”  
前线将领与红军战士  
   
    斯诺在红区的足迹一直深入到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堡镇,这里是红军与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
沿。他后来回忆道,他如果不到这里,就不会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不会相信正规红军的精
神、纪律,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不会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红军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前线将领,他很早就知道在蒋介石那里,这个红军的脑
袋值10万大洋。他原以为,这位身经百战有着传奇经历的人一定是一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
体也许已经垮了”,但见面后他发现,这是一个愉快爱笑的人,说话举止有一种不转弯抹角的作风,他动作
敏捷,是个很活泼的人。有一次,斯诺和他到了一座陡峭的山下,只听他大叫一声“冲到顶上去!”便像兔
子一般蹿了上去。  
   
    斯诺看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也就是那些被称为“红小鬼”的战士们,这位红军将领常常认真地给他
们讲政治也讲故事,他很尊重他们。有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在露天搭的场子里看抗日剧社的演出,午夜天气
转凉,斯诺把棉袄裹紧的当口,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已脱了棉衣,再仔细看,原来他已把棉衣披在了坐在
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彭德怀就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这个问题与斯诺做了长谈,他对斯诺说:“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
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在预旺堡,斯诺还见到了在蒋介石那里与彭德怀的脑袋等值的红军将领徐海东,在这个长相有些羞怯
的孩子气的将领身上,在这个每条腿,每条胳膊,脑袋、胸口、屁股都受过伤的红军将领身上,他看到了一
种“要为消灭一切坏事而奋斗”的绝对信念。  
   
    斯诺见到的更多的人是战士,特别是那些“红小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天在山上,他遇见了一队号手,便停下来与其中一个说话。号手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
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眼睛。他
告诉斯诺,他今年15岁,4年前在前方参加了红军。  
   
    “4年!”斯诺不信地叫道:“你还参加了长征?”  
   
    他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小号手讲了自己穷苦的家庭,讲了红军对穷人的好,讲了他在这队伍里的快乐。斯诺相信他的每一句
话,因为他知道,13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们痛恨的军队走上6000英里路的。  
   
    像这样的“红小鬼”很多,他们大多数是穷人的孩子,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斯诺格外喜欢一个大约
十三四岁叫季邦的小通信员。“他对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态度极其认真。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条军官皮
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装,帽檐什么时候发软了,总是衬上新的硬纸板。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
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露出一点。他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最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的旁边也显得像
个流浪汉。”  
   
    斯诺从这些红军战士身上看到了一种让他感动的东西——快活。这是他在东方所看到的第一批真正
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认为,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活”这种比较高级的感情,却的确是
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有一次,斯诺参加了红军战士的一堂政治课,他问了一个问题:“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
好?”结果,立刻有12个人站起来回答他。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为无产阶级作战。”  
   
    那一刻,斯诺感受到了这是一群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
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长征是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红军刚刚结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令斯诺震撼。他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
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
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
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
了。”“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  
   
    斯诺以其满腔的激情真实记录了红军长征的经过:  
   
    红军抢渡大渡河时,铁索桥上的木板已被抽掉。谁会想到红军会在没有桥板的铁索上过桥呢?那不是
发疯了吗?但是红军就是这样。  
   
    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甘冒生命危险,他们背着毛瑟枪和手榴弹,爬到沸腾的河流上,紧紧地抓住了铁
索,一步一抓地前进。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  
   
    四川军队大概从没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而是为了胜利甘愿送命。他
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  
   
    红军过雪山草地的艰辛同样让斯诺刻骨铭心。他从毛泽东那里知道,在过一座大雪山时,有一个军团
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过大草地时,一连走了十几天不见人烟,许
多人在一望无际的水草中失足陷入沼泽而没了顶。  
   
    斯诺以历史的眼光透视着长征的价值:“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
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移



以外……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
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长征——这一在国民党的宣传中被称为“大溃败”、“大逃亡”的远征,在斯诺的眼里“无疑是一场
战略转移……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一如往
昔。”  
   
    斯诺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在漫长的艰苦的
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
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长征在斯诺的心中引发的思考是长久而深刻的,他从中极为强烈地看到了红军无论是领袖还是士兵都
共有的一种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
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斯诺愈
加深刻地理解了共产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能够成长和发展。  

    红星震撼世界  
   
    秋天到了,斯诺要离开红区了。  
   
    他无法忘记4个月前,当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这位红军领袖曾为他开了一个为期92天的旅程计划,
他当时大惊,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怎么可能在这里呆这么久?这里有什么可看的?难道红区有这么辽阔吗?  
   
    最后的结果是,他在这里的时间比周恩来建议的还要长得多,他已舍不得离开,他感到自己看得太少
了。  
   
    那一天,他最后一次走过保安城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在办公室伸出脑袋来
向他道别,有些“红小鬼”陪他走到保安城墙根。当他路过红军大学的时候,全体学员都走了过来,与他握
手。他骑上马向他们挥手告别时,心里感到很难过,他觉得他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斯诺在红区看到、听到、了解到的远远超出他最初从北平出发时想要寻找到的东西。他真正认识了
红军,认识了共产党,因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看到了这个古老而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新生。正如他后来
所写到的那样:“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背后
的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
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1936年10月,斯诺从红区回到北平家中,他说:“从此以后,我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我自己的事
业。”  

    一篇篇有关红军的报道从斯诺的手中发出来。  
   
    1937年10月,由这些报道结集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立刻震惊了全世
界。在一个月内,5次再版,销售10万册以上。它被称为“是一部经典著作”,“是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具
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美国国务院把这本书列为美国官员了解中国的20本必读书之一,从1938
年到1966年,在美国发行了6.5万册,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写远东的非小说销量都大。在全世界,这本书已
有至少9种文字的译本,至今每年的发行量平均在8000册以上,它拥有亿万读者。  
   
    1938年2月,征得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的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复社”的
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为了躲过国民党的查禁,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轰动全国,在香港以及海外,出版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毛泽东高度评价《西行漫记》,说它“是一本真
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红星照耀中国》为何获得如此成功?我国对斯诺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尹韵公先生说:“这部书回答了
人们想知道而无法知道的真相。”  
   
    斯诺在为《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说:“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
际主义的意义上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这本书所描写的
故事活着。”  
   
    斯诺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一生的默契。他用了他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继
续做出报道,包括为揭开中美关系新篇章作出重要贡献。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病逝于瑞士家中,弥留之际,他用生命的最后力气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
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点击下载全文  

关闭窗口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也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他
1936年去西北红区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1973年10月19日,斯诺墓碑落成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出席落成仪
式。  
   
    苍松翠柏环抱,这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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